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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技术学习与追赶的特点与逻辑遵循
——基于以企业为核心主体的分析框架

杨 燕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成都 610072）

摘 要：从技术学习与追赶的视角，对发电设备、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及汽车四个产业的成长历程进行梳理，发现我国

制造业在技术学习与追赶中呈现出四个特点，即制造工艺先于研发能力进步、本土市场竞争“有控制”但部分“失控”、“制度型

市场”提供重要的学习追赶空间、新型举国体制取向。这些特点背后的逻辑遵循有：多元利益主体的复杂动态博弈、部分协调

失败与短期绩效目标对战略的叠加性侵蚀、分散的行政决策模式和地方分权体制等几重制度安排。研究结果对我国推进制造

业掌握核心技术再造优势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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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制造业的技术学习与追赶是浓重一笔，使得我国制造业从“望尘莫及”，一路“追赶”，迈

向今天与世界同行“跟跑”“并跑”甚至“局部领跑”的局面。与此同时，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在发

生着广泛且深刻的变化，制造业的发展正处于重要的产业变革期，亟需从习惯于追赶、跟跑的路径依赖中转

型，掌握核心技术，再造优势。相较欧美日发达国家，新中国属后发经济体，制造业发展的历史条件不同，优

势再造的路径不能照搬西方工业化理论和经验［1］，需要充分考量并尊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变化。

基于此，本文聚焦于探析我国制造业技术学习与追赶中关键主体的行为特点与逻辑遵循。

国内外学者从技术学习与追赶的视角对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汽车制造、家电制造、发电设备制造等行

业开展了大量的研究［2⁃12］。这些研究都对回答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借鉴，但是既缺乏

提炼，也缺乏对更深层次影响机制的多维度剖析。这是本文要着力解决的。本文的贡献和创新点有两个：围

绕研究问题，聚焦于提炼新中国制造业成长中企业、政府等关键主体的行为特点、剖析背后的逻辑遵循，以期

为我国高质量地推进制造业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启示；基于已有研究，构建了中国情境下以企业为核心主体

的技术学习与追赶理论框架。

一、文献综述

技术是一个不断累积的单向过程，追赶是固定赛道上相对速度的问题。在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情境中，追

赶通常和技术追赶、技术能力培育联系在一起，尤其对东亚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的那组研究。研究对象以这

些东亚新兴经济体的重点制造业为主。这些制造业通常又是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行业，如韩国的半导体、汽

车制造、消费电子、个人电脑以及机床等行业［13⁃20］，新加坡半导体行业［21］，印度的软件服务、风力发电等行

业［22⁃24］，以及前面提到的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汽车制造、家电制造、发电设备制造等行业。

研究内容则聚焦于技术学习与追赶的策略、路径、影响因素等。策略是对实现目标可能方案集合的高度

概括，是行动的纲领，主要有出口带动技术追赶、目标资源导向、技术换市场等。路径是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

以及过程，因为研究视角的不同，主要有四大类。一类是从 OEM（代工生产）到 ODM（自主设计生产）再到

OBM（自主品牌生产），这种路径在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较为常见。另一类是从重复模仿到创造性模仿再到内

源性创新，又称“二次创新”，如韩国学者 Kim L和我国学者吴晓波及他们团队的系列研究，不再特定出口导

向。第三类是从与外商发生联系到充分利用建立的联系再到形成学习能力，是从目标资源获取的视角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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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5］，有能力解释前面两类路径，也是第四类路径实现必不可少的底层支撑。第四类路径从路径本身的特

点出发，有创造式追赶、跨越式追赶、跟随式追赶三种。如果说前面三类的路径是相对连续的，第四类路径是

相对彼此独立的。此外，刘建新等［26］从后发企业技术学习的切入口的视角，把路径划分为从引进成熟产品

制造技术切入、从自主开发国外成熟技术产品切入、从引进国外新技术产品的制造技术切入、从自主开发国

外新技术产品切入四类。

影响因素包括技术体系、技术可获得性、产业政策、产业干预方式、市场竞争结构、民族文化、国民素质以

及后发企业技术基础、吸收能力、整合能力及高级管理层（此后简称高层）的企业家精神等企业组织内外部因

素（表 1）。另外，突发的企业内部危机、突破性技术创新出现等也是重要偶发因素，后发企业利用的好，就是

“机会窗口”［15，19］。

本文的研究方法以案例研究为主。通常的做法是选取相关行业的代表性企业为研究对象，遵循一定的

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案例分析和对比分析。具体见表 1。
这些研究尤其针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学习与追赶的成果，给本文回答提出的研究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和借鉴。但是，我国制造业成长中企业、政府、外商等关键主体的行为特点及背后的逻辑遵循还是一个支离

破碎的呈现，需要进一步针对性的提炼和深入剖析。

表 1 技术学习与追赶的主要文献

研究内容

策略

路径
（过程）

影响因素

学者

HOBDAY M［27］

MATHEWS J A［25］

MU Q，LEE K［5］

HOBDAY M［27］

吴晓波［2］

KIM L［13‑15］

MATHEWS J A［25］

LEE K，LIM C［18］

刘建新等［26］

以上所列学者及文献

主要观点

由出口带动技术追赶

目标资源导向

技术换市场

三阶段：OEM、ODM、OBM
二次创新：模仿创新、创造性模仿和改进型创新；此后
可能进入“后二次创新”或“准一次创新过程”

三阶段：重复模仿、创造性模仿、创新

三阶段：与外商发生联系、利用联系、形成学习能力

三种模式：路径创造式追赶、路径跨越式追赶、路径跟
随式追赶

四种路径：A‑从引进成熟产品制造技术切入；B‑从自
主开发国外成熟技术产品切入追赶；C‑从引进国外新
技术产品的制造技术切入追赶；D‑从自主开发国外新
技术产品切入追赶

外部：技术轨道、技术可获得性、政府、市场、国民素
质、民族文化等；内部：企业技术基础、整合能力、高层
创新精神；突发：内部危机，突破性技术创新等

研究方法

案例：亚洲四小龙电子行业

案例：韩国半导体行业、通信行业和中国台湾的半导体
行业

案例：用上海贝尔、大唐、华为三个公司的案例透析了中
国通信行业的技术及市场追赶过程

案例：亚洲四小龙电子行业、中国的彩电行业

案例：杭州某厂机电部大型骨干企业的技术发展过程
（1956—1986）
案例：不同行业主要企业技术学习的历程、国内外比较；
主要有汽车、半导体等行业；研究覆盖到了宏观、中观、
微观三个层面

案例：韩国半导体行业、通信行业和台湾的半导体行业

案例：韩国 CDMA制式手机行业、动态随机存贮器行业
和汽车行业、消费电子行业、个人电脑行业以及机床
行业

案例：中国电视机、汽车和通信设备制造产业的技术追
赶路径；明确区分了企业、产业两个层次的技术追赶

案例：韩国半导体行业、通信设备行业、汽车行业、消费
电子行业、个人电脑行业以及机床行业等；中国发电设
备制造行业、通信设备行业、家电行业等

二、中国情境下以企业为核心的理论框架

技术学习与追赶是近现代中国特色的制造业进化史中的浓重一笔。企业，尤其是支撑本产业快速成长

的重点企业，无一例外的是核心参与主体，其技术能力是一个地区（经济体）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新中国

成立初期及改革开放初期的我国制造类企业，虽然所处产业不同，但均属后发企业：“因为历史的原因，是行

业的后来进入者；起步时缺技术、少市场；战略意图主要聚焦于追赶外商；有自身的比较优势”［25］。也因此，

本文的理论框架主要聚焦于后发企业的技术学习与追赶，包括行为、影响因素以及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等，

并以此来分析、提炼这个复杂过程中企业、政府、外商等关键参与主体的行为特点以及揭示其后的逻辑遵循。

作为后发企业，我国制造类企业技术学习与追赶的首选策略必然是基于既有资源、比较优势等换取外商

可转移可模仿的技术及学习、能力升级的机会。已有针对我国通信设备制造、汽车制造、家电制造、发电设备

制造等行业的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可用于与外商进行交换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巨大的本土市场，我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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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企业相较于外商的比较优势在于对中国本土市场需求、审美趣味和资源的整合把控能力，也即适应本土情

境的能力。前者为我国制造业、制造类企业与外商建立联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也构成了我国 1980—1990
年“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重要基底，后者则是在后发情境中对后发企业而言比创新能力更为重要的

能力［17，25］。

作为后发企业，我国制造类企业技术学习与追赶的成效包括技术进步、市场份额增长和功能升级三个方

面，其中，功能升级是后发企业实现向产业价值链更高端跨越的过程，是保持持久竞争力的根本［28］。后发企

业市场份额的增长不一定会引发技术能力的提升，高水平的技术能力不一定会带来市场份额的扩张，除非后

发企业能够精准预测市场适销性、盈利性和具备相应的销售网络，但都会进一步作用于后发企业所处的内外

部环境因素，进而影响策略制定、路径选择和研发努力。另外，偶发因素的存在意味着研发努力和成效之间

不是线性关系。

作为后发企业，我国制造类企业技术学习与追赶行为可以分为策略制定、路径选择和研发努力三组。后

发企业制定的策略可以是文献综述提到的三类中的任一类或组合。路径选择可以是文献综述提到的四类中

的任一类或组合。Lee和 Lim［18］将研发努力界定为研发项目调动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本文进一步将后发企

业确定研发努力方向（生产制造技术、设计技术）也含括在研发努力行为的范畴，因为已有针对我国制造业技

术学习与追赶的研究表明：技术学习与追赶阶段不同，企业的技术学习重点会有差异，需要的研发投入也大

不同。企业对技术进步及相应市场表现的预期是策略制定、路径选择的前因，路径选择直接决定着后续研发

努力的方向和强度。

作为后发企业，我国制造类企业技术与追赶的策略制定、路径选择、研发投入取决于企业彼时所处的内

外部环境及偶发因素。这些因素是动态变化的，构成了技术学习与追赶的中国情境。

（1）企业所处的内部环境主要包括：已储备的相关技术吸收能力、前面提到的整合能力、对技术提升及相

应市场表现的预期以及高层的远见与企业家精神等。吸收能力是企业评估、接收并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可

以让其对相关领域的新兴技术更为敏感、可以更有效的理解与评估引进技术的优劣、更准确的预测先进技术

的市场适销性和盈利性、更好地整合研发努力以适应本土情境［29］。企业家精神通常是和其“破坏性创新”行

为联系在一起的［30］，我国制造业技术学习与追赶的实践表明企业高层是企业识别、评估、吸收、利用外部知

识的关键“守门人”，直接引领着企业的技术发展方向。企业对技术提升及相应市场表现的预期受企业内外

部环境影响，也会影响策略制定、路径选择和研发努力［18］。

（2）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主要由政府、市场两大主体决定。政府主要指向我国中央相关部委，可以通过

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进行布局、配置资源、规制企业行为等，极大地影响企业的策略制定、路径选择与后续的

研发投入。产业政策，从市场机制的视角看，会影响先进技术的需求、供给以及衔接供需关系的有效性；从技

术流动的视角看，会影响技术转移的速度、引进技术扩散的成效和本土企业技术学习的方向和努力程

度［31⁃32］。市场主要指国内外同行的技术、市场需求、市场竞争结构等。外商是我国制造类企业快速接入先进

技术的重要入口，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制造类企业技术学习与追赶的节奏和路径，尤其是在某个核心

技术或零部件由少数外商垄断的情况下。通常地，越接近于内源性创新阶段，外商基于“回旋飞镖效应”考量

会愈发不愿转移技术，后发企业的技术发展策略、路径选择和研发努力也会相应的进行调整。我们看到的外

商技术转移是我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外商①等多重利益相关主体复杂博弈的结果，技术的可获得性反过来也

会影响到政府与市场中多重利益相关主体的博弈。情境不同，博弈主体不同。学习与追赶的阶段不同，博弈

主体讨价还价能力不同、目的不同。

偶发因素在本文是一个接近于“激发触发器”［33］的概念，强调随机性和对发企业技术发展策略制定、路

径选择及研发投入等行为的强大影响力，如突发的企业内部危机、突破性技术创新出现、突发的知识产权纠

纷等可能会引发后发企业重新定义策略或发生巨变的事件等。本文对一切非事先决定又对后发企业技术发

展行为有重大影响力的偶发因素保持开放。后发企业利用的好，偶发因素就是“机会窗口”。

理论框架如图 1所示。

① 鉴于已有针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学习与追赶实践的研究表明，在有些情况下，地方政府也是重要的利益相关主体，会影响产业发展格局与走

向，也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学习与追赶行为，本文把地方政府、外国政府也考虑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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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情境下企业技术学习与追赶的机理

三、我国制造业技术学习与追赶的特点：基于四个产业实践的提炼

本文选取发电设备、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汽车四个产业作为案例分析对象。这四个产业多属

高端装备制造业，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能够相对全面的反映我国制造业在过去 40～70年里的技术

学习与追赶历程，有助于有效挖掘特点及背后的逻辑遵循。本文的研究对象同时包括了产业和企业两个层

面，参照已有研究的处理方法，主要考察了各产业内的领先企业，这些企业都实施了且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

技术学习与追赶。本文的数据主要基于结构化访谈、半结构化访谈、现场观察材料、内部资料、公开资料等渠

道收集整合的资料。期间，持续地补充、完善、三方检验数据。访谈对象主要是企业各个阶段的高层、企业技

术管理和研发部门。

表 2 四个产业的基本情况

产业

聚焦品类

学习与追赶成效

典型企业

开启技术引进
与学习的时间

发电设备

火、核、水、风、气发电设备

从追赶到并跑，部分领跑

上海电气集团、哈尔滨电
气集团、东方电气集团等

20世纪 50年代

轨道交通装备

高速铁路动车组

从追赶到并跑、领跑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前身长客厂）、中车四方车辆有
限公司（前身四方厂）、中车株洲
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前身株机

厂）、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前身唐车厂）

20世纪 80年代

航空航天装备

大飞机

从追赶到并跑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简称商
飞）、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简称西飞）、陕西飞机制
造公司（简称陕飞）、上海飞机制

造有限公司（简称上飞）等

20世纪 60年代

汽车

轿车

从追赶到缩小差距

中国一汽（简称一汽）、
北汽集团（简称北汽）、

上海大众

20世纪 50年代

（一）制造工艺先于研发能力进步，一些产业落入外商的技术陷阱

国外领先企业是通过研发进步带动制造工艺进步的“一次创新”路径。本文关注的四个产业中的典型企

业，作为后发企业，在 2008年前的技术学习与追赶呈现出明显的“制造工艺先于研发能力进步”的特征。这

些企业在国家“市场换技术”战略指导下，频频以购买设备、购买技术服务、合作生产、合作设计等方式引进外

商的技术，设备、工艺、生产等制造技术持续提升，设计等研发技术进步则晚于制造技术而呈波浪式上升，甚

至在某些阶段以研发能力的停滞为代价以实现制造能力的快速进步，以抓住快速变化的市场。

在汽车制造产业，1984年北汽与美国汽车公司合资成立北京吉普，主要生产、组装切基诺吉普，组织了

各种面向生产的培训，大幅提高了工艺的先进性、制造能力和品质管控能力。但是，美方只想将北京吉普发

展为组装厂，直到 1995年切基诺才实现 80%的国产化率，北汽第二代军车的研发设计也遭到了美方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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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压［9⁃10］。停摆 5年后，2001年与韩国现代合资，转而生产索纳特、伊兰特等现代车系主流产品，北汽的第二

代军车研发就此搁置。在发电设备制造产业，1990年代中后期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外资企业大量涌入和“三

年不上火电”的影响，东方电气、上海电气、哈尔滨电气三大发电设备制造企业疲于应付生存问题，火电机组

的技术停滞在了 1990年代初期引进的亚临界 600MW水平。进入 21世纪，国内经济好转，电力需求剧增，又

加上环保要求进一步提高，为了抓住市场，三大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在短短几年内突击引进了亚临界 600MW
改进升级版、超临界 600MW、超超临界 660MW和超超临界 1000MW等技术。

“市场换技术”出发点是好的，但存在重大的逻辑缺陷，即开放市场引入外商不能直接和本土制造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提升划等号。外商会带动本土制造企业运用新设备、新工艺和新的管理手段，会提高技术水平和

生产率，但不必然会提升本土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34］。实践表明，外商不会转让高附加值的核心关键

产品技术和工艺技术。虽然外商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不断增加，但主要开展的是中国本土市场需求适应性

改造活动。我国的引进和消化的比率与日本、韩国相差近百倍且这些消化吸收费用主要用于解释图纸以保

证引进的设备可以运转，难保吃透、消化和创新，进而落入“引进⁃技术差距暂时缩小⁃技术水平停滞在原引进

水平⁃差距再次拉大⁃再次引进”技术陷阱［2］，实现功能升级难度大。

（二）“有控制”但部分“失控”的本土市场竞争

“有控制”的市场竞争指基于国家指导的产业发展布局呈现出的市场竞争格局。在这种格局中，产业进

入者是受限且有限的。部分“失控”有两层含义：不是所有的产业发展都与国家指导框架发生偏离；不是某个

产业的所有产品品类发展都与国家指导框架发生偏离。

我国汽车产业的布局框架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到 20世纪 90年代后期经历了“三大”“三大三小”“三大

三小二微”到“3+6”的多次调整，但未实现真正落地［9］。在大飞机制造产业，1980年代我国提出了“三步走”计

划，按照这个计划，我国陆续启动了与美国麦道公司、欧洲空客的合作组装，但后来因为麦道公司被波音收

购、空客 AE‑100项目终止，我国的大飞机制造就此停滞，直到 2002年，国务院批准 ARJ21支线飞机的研制和

发展专项，我国大飞机制造产业的发展才重回“三步走”的轨道［35］。在发电设备制造产业，我国从 1960年代

开始打下了以东方电气等三大发电设备制造基地为主、“有限竞争”的产业布局基底。梳理这个产业几十年

来的发展历程，发现它的产业布局基本是在国家的战略设计框架内活动的，而且“有限竞争”的产业治理模式

在不断强化。但是，在需要协同攻关产业核心关键技术时就出现了协调困难、合力不足的问题②。

（三）“制度型市场”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空间

“制度型市场”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发挥资源集中性和政策强制性创造的需求机会，一般发生在政府力

量比较强，能够直接去驱动市场需求的新兴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核心在创造有效市场［37］。表 3列出了四大

产业发展中制度创造市场的部分证据。国家通过专项规划等形式直接或间接的创造出市场需求，同时在外

资外贸政策上设置税收减免等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列出急需引进技术的产业技术，提出中外合资股权

比例、国产化率、技术水平等一系列规定和要求，为企业技术获取指明了方向，也促使外商向本土合作企业转

移扩散先进技术③。这些举措为我国企业尽快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迅速提高生产制造能力提供了一次次

的机会和广阔空间。

表 3 四大产业的“制度型市场”⁃创造市场的部分典型证据

发电设备

火、核、水、风、气发电设备

2003—2008年，陆续发布风电特许权项目招标公告（1⁃
5），要求必须在国内组装，且国产化率不低于 50%、
70%，风电场开发商必须和一家本土制造商打捆；2005
年，《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要求减少火力发电
的 SO2排放，加快发展、实施节能技术；2016年，国家

“十三五”规划将“两机”专项列为百项重大工程之首等

轨道交通装备

高铁

2004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出实现高
铁跨越式发展，明确在 3年内武广、京津、郑
西、京沪高铁全面开工建设；2012年，《高速
列车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明确高铁
在狂风、高寒、山区条件下的研制方向和投
放方向；2012年，《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提出建设 16000公里高铁和
1800列动车等

航空航天装备

商用大飞机

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年）》确定大飞机为 16个
重大科技专项之一等

汽车

轿车

2009年，国务院审
议通过《汽车产业
调整和振兴规
划》等

② 2014年，国家强力整合东方电气、上海电气、哈尔滨电气的重型燃机研究基础和力量，成立了中国联合重型燃气轮机有限公司，作为重型燃

气轮机重大专项的具体实施单位，致力于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燃气轮机核心技术。但访谈中，这三家企业的价值取向首先是企业利益。

③ 如规定中外合资、合作的汽车生产企业必须在企业内部建立具备开发换代产品能力的研发机构，生产具有国际 1990年代技术水平的产品；

设备国产化率必须达到 40%才能享受关税减免待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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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型举国体制取向明显

新型举国体制是在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相

较于传统的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仍然坚持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区别在于进一步强调聚焦于“重大、尖

端、基本”和协同攻关，以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

大飞机、高铁和重型燃机等重大项目的推进明确彰显了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的新型举国体制

取向。相应地，相关产业政策的取向由“市场换技术”转向自主创新，决策主导权由反对自主创新派向支持自

主创新派集中。在大飞机产业，2007年前的决策权在长期军工体制下运行的航空工业系统手中，被认定为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重大科技专项之后就由国务院在掌控和推动［37］。

在高铁产业，原铁道部凭借其市场资源、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国务院各部委的全力配合，将分散的市场、企

业、科研院所进行强制整合，为高铁项目实现引进核心技术和高效地消化吸收再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37⁃38］。

在发电设备制造产业，2012年国家启动了“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论证工作；2014年成

立中国联合重型燃气轮机有限公司，作为重型燃气轮机重大专项的具体实施单位；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提出实施燃气轮机重大专项；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将“两机”专项列为百项重大工程之首。

四、我国制造业技术学习与追赶特点背后的逻辑遵循

（一）多元利益主体的复杂动态博弈

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的博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前 10年，苏联领导层亟需中国政

府在政治上给予支持以对抗北约组织、稳定最高权力，也亟需中国政府提供茶叶、桐油、大米、钨砂、猪鬃及植

物油生活物资等；中国政府则亟需苏联政府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给予设备、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援助。

于是，开启了我国政府以物资、现金、美元等分十年付还贷款及利息的方式换来苏联“156项”重点工程的帮

助。1960年后我国选择的自力更生路径也是在中苏双方政府因为国家利益分歧而决裂、西方国家继续全面

封锁的大国际环境下的无奈之举。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的“市场换技术”战略及后续设定的鼓励政策和限制性条款则主要是中国政府与外

商的动态博弈推动的［39］。20世纪 80年代，我国面临储蓄和外汇“双缺口”瓶颈，亟需打开利用外资的新局面，

而外商需要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和获益机会。中方和外商的博弈焦点主要在“中国市场是否开放”和“外商的

先进技术是否转让”。我国政府希望在尽量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获得先进技术，而外商则希望以最少的技术

扩散换取尽可能长时间内的中国市场获益。中国政府担心外商不转让先进技术，外商担心中国企业把技术

学会之后把他们当牙膏皮丢掉。中外合资、基于项目的合作设计和合作生产等技术学习与追赶方式也是这

个阶段博弈的结果。

2008年以后，经过多轮合资、合作设计和合作制造，发电设备、大飞机、高铁、汽车等产业有了相当的技

术积累，也深刻地认识到核心关键技术是换不来的，必须要同心聚力协同攻关。此时的中国政府和企业有了

更多的与外商讨价还价的筹码和底气，也放弃了原来以市场换核心技术的愿望。也因此，这个阶段的技术学

习与追赶方式以部分引进、合作设计、以资本换技术和自主创新为主，明显地呈现出指向内源性技术进步转

变的趋向。大飞机、高铁和重型燃机三个产业实施的新型举国体制取向也是自主创新支持派与反对派及相

关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

（二）部分协调失败与短期绩效目标对战略的叠加性侵蚀

发展中国家扶植新兴产业首先要解决好投资不足的问题，其次要做好制度建设激励企业长期投资于新

兴产业的创新活动，因此，协调好新旧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和制度政策支撑很重要［9］。我国的汽车、发电设

备、高铁、大飞机等产业都有有序组织重点企业分批分层分类承接基于项目的技术引进的政府主导性活动，

也都有对外资进入提出国产化率、技术水平、股权结构等要求，这些第一重协调性活动理论上都指向保护处

于发展幼稚期的本土企业和本土产业。

但在轿车、风力发电等资金和技术门槛相对不是特别高的细分品类中，中央政府对市场准入的监管和限

制就容易失控，进而不能在幼稚期为重点扶持企业创造垄断性市场，创新资源大幅分散。从 20世纪 80年代

开始，中国汽车产业就形成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到 2011年仍有 130多家整车企业。在 2004—2010年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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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力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就从少数几家增长到了上百家，之后恶性竞争、产品及服务质量跟不上等问题

频发。

在第二重协调方面，我国政府对重点扶持企业技术学习与追赶的要求首先在低成本地保障本土市场需

求，其次才是技术创新，而国内巨大的市场容量和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一路牵扯着重点扶持企业的优势资源

和精力而无暇且不必关注要求更高的国际市场［8］。长此以往，自主创新愿望和动力加剧丧失。第二重协调

的失败会导致无序、低效竞争，再加上企业面临的短期生存发展目标压力的第二重挤压，产业和企业既有的

理性且稳定的集成国外先进技术为我所用的开放自主型路径就在环境变化和企业短期绩效的影响下一点点

的发生偏离。

此外，我国在打捆定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选定的重点扶持企业通常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考核目

标主要是短期的经营业绩，这些企业所在的地方政府也对企业产值和利税抱有极大期望。这种考核体制也

在推动着重点扶持企业的高层首选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尽快占领市场获得短期绩效。

（三）几重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一方面，我国行政体制条块分割，外加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权化的财政体制，使得部门之间、地方政府之

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很难在价值取向、政策支持等方面形成合力，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我国汽车产业无法实现规模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行政制度的分散决策模式和地方分权体制［9］。大飞机

和高铁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技术追赶的很大部分原因是在特定的政府能力、部门文化和技术环境下，

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形成了有效激励创新的经济机制，暂时克服了因分散决策模式和地方分权体制带来的低

效资源协调整合问题［38］。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和合资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在合资企业各自占

50%股份、外商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合资企业的关键决策权是掌握在外商手中的，而外商不可能认真地推动

合资企业的自主研发与母国企业竞争。再者，生产与研发分离的体制使得在企业之外有强大的专业技术团

队支撑。发电设备制造、大飞机、高铁三个产业在龙头企业之外都有独立的技术能力高的科研院所，构成了

核心关键技术协同攻关创新体系的关键主体。汽车产业的产品研发主要在各企业中进行，而企业的研发又

由合资外商所主导，由此陷入国外品牌和技术锁定的局面而难以打破。

五、结语与启示

制造业是国家安全命脉。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着广泛且深刻的变化，制造业的发展

正处于重要的产业变革期。观国内，原来所依赖的人口、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比较优势正在消退；以互联网

通信技术为代表的通用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引发整个制造业的创新链急速重构，制造类企业的产品属性、

业务模式也在急剧的变化和调整；市场需求在向个性化、大规模定制方向发展。察国际，欧美日发达经济体

对中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关注”，尤其是美国，把中美博弈的范畴从贸易进一步扩大到科

技，意图拖慢我国通过技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优势再造的速度。这些变化，有技术进步的推力，有市场的

拉力，也有国际竞争的压力，纵横交错，给习惯于追赶、跟跑的中国制造业提出了挑战。同时，这些变化也是

中国制造业实现产业跃迁、领跑全球的战略性机遇，也即本文前面提到的“偶发因素”，要成为“机会窗口”，需

要从供给侧进行持续的革命性的变革，需要“久久为功”。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给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

向，也要求我国制造业保持战略定力，专注于掌握核心技术和再造优势。围绕“如何推进我国制造业进一步

掌握核心技术再造优势”，本文先是构建了中国情境下以企业技术学习与追赶行为为核心的理论框架，然后

基于理论框架和发电设备等四个产业的技术学习与追赶实践，分析、提炼了我国制造业技术学习与追赶中制

造类企业、中央政府、外商等关键主体的行为特点及背后的逻辑遵循。中国制造业要将当前面临的诸多快速

变化和挑战变成为“机会窗口”，仍需要从产业升级环境优化和分层分类推进企业提升内功两个方面持续发

力，做到四个务必：务必要加快推动形成有效的企业自主创新机制及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务必要做好政

策、短期长期目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协调，避免再次陷入频繁低水平引进的路径依

赖；务必避免简单的政府主导或市场主导的简单二分法，发挥好“制度型市场”优势，分层分类分批支持企业

竞争力提升。

未来研究还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丰富拓展：在研究视角上，在本文主要对企业、政府等关键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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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逻辑遵循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加入对产业链协作、技术引进与本土创新比较等视角的挖掘；在行业的选

择上，可以加入与新兴产业、新生代先进制造业的对比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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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Characteristics and Logical Compliance of Technology Learning and
Catching⁃up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Yang Yan
（Sichuan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PC，Chengdu 610072，China）

Abstract：Taking a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learning and catching‑up，this paper looks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ey actors’technology
learning and catching⁃up behaviors as well as the logical compliance behind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istories of power generation，rail
transit equipment，aerospace equipment and automobile. The purpose is to get some lights on future directions of grasping cor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and restructuring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is paper finds four characteristics，including manufacturing process
precedes R&D capability improvement，domestic market competition“controlled”but partly“out of control”，“Institutional Market”provides
crucial learning and catching⁃up opportunities，new national system preference. The logical compliance includes complex and dynamic game
play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failure of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overlapping erosion of short⁃ term performance goals on strategy，
decentralized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model and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and such alike. Finally，seven enlightenments from two
major directions are given.
Keywords：manufacturing industry；technology learning and catching⁃up；new national system

45


